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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
在当代中国的积极影响

朱 立 元

(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进入中国二十多年以来，对中国当代文论产生了不可低
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积极影响集中体现在它在被有批判地接受的
各个阶段都实际上参与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建构，并取得了若干重要的实绩。主要表现为
五个方面: ( 1) 批判性、反思性的启迪; ( 2) 助推中国当代文论走向多元化; ( 3) 对形而上学思
维方式的有力冲击; ( 4) 后现代“文学终结论”引发的争论; ( 5) 后现代生态批评对中国文论
的建设性影响。这种积极影响之所以能够发生，不仅仅由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中确有可供
我们借鉴的合理因素，而且更决定于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能够以敏锐的眼光、

宽广的胸怀、本土化的态度，紧密结合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对它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改造和
吸收，使之融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建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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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进入中国文艺

理论界二十多年以来，有关的研究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出版了以此为主题的著、译作
上百部，发表相关论文数以千计，产生了实实

在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探讨新时期到 21
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实绩和问题，是无论如

何也绕不过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重要影响

的。总体上说，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积极、正
面和消极、负面两个方面。关于消极影响方

面，笔者将另文探讨。本文拟主要探讨后现
代主义文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的积极影响。
我们之所以要专门探讨其积极影响，是

因为在我国，笼统贬低乃至否定后现代主义

文论的观点在学界占主流地位。有的学者至
今认为当代西方文论( 当然主要指后现代主

义文论) 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可能带有破坏

性。其个中原因相当复杂，有的立足于中国
传统文化，对于西方的新理论、特别是时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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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学”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和警惕; 有的对后
现代主义缺乏全面了解，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将它看作完全、绝对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
义，因而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有的则存在从众

心理，满足于二手阅读或浅表阅读，难免造成

种种不同程度的误读，包括对现代性与后现

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既联系又
区别的复杂交织关系的误解; 还有个别人以

教条主义的态度不加区分地把整个后现代主

义文论当成资产阶级力图瓦解社会主义的意

识形态工具，看成洪水猛兽，坚决加以排斥;

如此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和阐
明: 后现代主义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

不仅仅有消极的方面，还有着积极的方面，而

且笔者认为，这种积极影响在总体上占据主

导地位。
在笔者看来，这种积极影响集中体现在，

二十多年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被有批

判地接受的各个阶段都实际上参与了当代中

国文论( 主要是文学基础理论，当然也包括

批评理论) 的创新建构，并取得了若干重要

的实绩。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批判性、反思性的启迪

批判性、反思性，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
点之一。它以批判性眼光审视和剖析全球化
语境下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异化
的新形式、新特点，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
刻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

展态势，而且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诸多问

题与危机进行自我反思和批评有着重要的

启迪。
后现代主义来源于反思，是对现代性和

现代主义反思的产物，它的使命也是反思。
可以说，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核

心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全部

思想和理论都是建立在后现代性对现代性和

现代主义特别是对其消极方面进行多方面的

反思和批判上的。英国后现代重要思想家鲍
曼说，后现代性“这种自我意识的基本要素
之一便是认识到现代性已完结，作为一个历

史时期的现代性，已划上了句号。现在可以
对这一时期进行全面的思考，通过反思，不仅

可以理解其理论追求，而且也可清晰地了解

它的实践成果”。［1］这种批判性反思主要集
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揭露作为现代性根基的

启蒙理性( 及其工具化) 原则和主体性原则，

批判它对人的非理性的压抑和排斥，使人沦

为技术的奴隶和附庸，最终导致理性走向了

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为各种形式的暴力、霸
权、不平等。二是质疑和颠覆现代性“元叙
事”的合法性，进而质疑和颠覆现代性的思
想、行为、制度等的合法性。三是批判有利于
为现代性辩护的西方传统知识论、真理观及
其所代表的极权主义，压制异端的普遍性、总
体性、同一性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这种批判，在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

里，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揭露和

批判。如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后现代欲望生产
理论用“精神分裂分析”( Schizoanalysis) 批判
性地取代了弗洛伊德的属于现代主义思维方

式的“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 ，由此出
发，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从欲望

生产到欲望压抑的过程，认为现代资本主义

造成了历史上所见到的对欲望生产机制最残

酷的压抑; 而后现代主义则肯定欲望是一架

革命机器，主张重新恢复欲望的生产和流动，

恢复精神分裂的活力，以达到超越资本主义

社会的目的。显然，这样一种颇具解放性的
话语是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颠覆。
不过，这种对现代性的揭露和批判实际

上与现代性并不完全对立，它在某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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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补充和深化。这明显表
现在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又
是对后现代性的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在对
现代性主导的现代社会自身的乌托邦式的想

象和理性化的确定性建构进行无情解构和深

刻批判的同时，它又自我反思并揭示出后现

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感这一重要特征，
正如鲍曼所说: “当前生活的许多特征都是
导致了无法抵抗的不确定性感: 导致了把未

来的世界和‘力所能及的世界’视为本质上
是不确定的、无法控制的和令人危险的。”［2］

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一

个典型例子，是近年来被国内学界高度重视

的、被称为“后现代大祭司”的法国思想家鲍
德里亚对后现代消费社会和现代大众传媒的

深刻批判。首先，他对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
种种寓言或神话，譬如丰盛的神话、文化的神
话、媒体的神话、身体的神话、关切的神话等
等都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揭露出“消费的
寓言”背后的种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性
质，揭示了种种神话的幻灭性或两面性的共

同根源在于它们都受制于消费逻辑的摆布。
他对于消费社会中一切消费形式所作的符号

性分析，从根本上说，是对后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中种种消费寓言的大胆质疑和犀利批判。
他认为，一个全面卷进消费狂潮的后工业社

会，已经不再以生产为主导，而变成了以消费

为主导。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消费主义以物质
丰盛为物质前提，物品堆积则是丰盛的最基

本意义和最深刻的形式; 但是丰盛已经破坏

了我们对于物质的原初感觉，人们的消费、购
买不再着重于物质的用途，而是为了满足人

们被刺激起来的莫可名状的欲望，或者是为

了满足物品显现出来的身份、涵养、文化品质
等。在丰盛的蛊惑下，人们消费时已经忘了
他们要消费的原初动机，而是流连于乃至淹

没于商品中间，最终仅仅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在丰盛社会中，不是人们控制消费，而是消费

牵引人们的感觉和官能。鲍德里亚深刻地批
判了这种“丰盛”的消费社会: “我们生活在
物的时代”，“正像狼孩因为跟狼，我们自己
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物既非
动物，也非植物，但是它给人一种大量繁衍与

热带丛林的感觉。现代新野人很难从中找到
文明的影子”，［3］因为作为人类产物的物，反
过来包围人，围困人。奢华和丰盛下的潜流
乃是一个并不文明的丛林原则。笔者认为，
鲍德里亚的批判，揭示出消费社会下人被物

异化的新形式，使人异化为非人———“现代
新野人”。其次，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拟
像”理论( 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影响) ，认为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拟像的时代，想象与模

仿取代了经验与知识，人们被模仿与拟像所

支配，越来越远离外部世界，和现实性失去了

联系。这个后现代社会把每一件东西都转变
成了拟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只是

模仿，没有实质的客观性，没有被复制的原

本，只有模仿的模仿。于是，模仿与拟像成了
后现代性的别名。对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拟
像”理论，我国有学者作了准确、精辟的阐
发:“从影像到拟像，实际上是影像自身不断
拟像化以及影像逻辑不断向现实世界转化和

泛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观者主体深受机
器性媒介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
控制，其审美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掉进了拟像

的拟仿逻辑陷阱。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才能为当代人冲破媒介镜像围城和虚拟

文化蛛网找到现实的方法和路径。”［4］这正
是揭示出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后

现代图像时代背后的资本主义异化逻辑的自

我反思和尖锐批判。
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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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例子是鲍曼的观点。与鲍德里亚相
似，鲍曼同样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真相是一个

“消费者社会”或“消费社会”，之所以这么称
呼这个社会并不仅仅指该社会的所有成员都

在消费，而是指“消费”取代“生产”、“奢侈”
取代“节俭”成为社会的流行现象和动力机
制。在他看来，消费社会预示着，任何事物都
不值得消费者长期保持，任何消费需要都不

可能完全满足，任何消费欲望都不是最终的。
商人的任何许诺和誓言都只是暂时的。这里
只有短暂性、非确定性。事实上，消费社会的
灾祸就是一切消费都要消耗时间，这成为了

商人们的一大烦恼。消费者的满足应该是即
时的，被消费的商品应该能立即使人满足，而

且这一时间应该减低到最小值。因此，消费
社会推动消费的秘诀在于缩短商品消费和快

感的时间，以利于新的消费的产生。大体而
言，消费者社会要培育的是遗忘而不是记取。
在此，需要与满足间的传统关系已被颠倒了

过来，满足的前景和希望先于被满足的需要，

而且将永远比现有的需要更加热切诱人。在
消费社会中，一个“合格”的消费者追求的并
不是迫切需要的满足，而恰恰是为了从未意

识或猜想到的满足而不断催生的需要或欲

求。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社会中何以会出现这
么多天生购物狂的消费者的原因所在。鲍曼
认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不但消费市场引

诱消费者，而且消费者千方百计、争先恐后地
被诱惑。这种诱惑激起了消费者难以抗拒的
冲动，这构成消费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这
一“先决条件”，却即将证明消费者所谓的消
费自由或其他自由只是一种伪装的自由，因

为他们已被市场牢牢设计。每去一次市场，
消费者都理直气壮地觉得是他自己在做主，

自己才是判官、批评家和挑选者，因为他们可
以不选琳琅满目的货架上的任何一件商品，

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任何商品。但是这并非真
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而只是整个消费市场已

经谋划好的一个环节而已。鲍曼这个看法实
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后现代消费社会

中，广大消费者的自由完全被商人和消费市

场所左右、操控、玩弄，广大消费者已经沦为
消费市场一个被动无奈的环节，一个消费市

场阴谋的牺牲品，他们丧失了自由人格，普遍

人性也被异化。这就是鲍曼对后现代消费社
会的一种独特解读和深刻反思，与鲍德里亚

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批判性、反思性，在一

定程度上对中国当代文论的自我反思、自我
批判、自我总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1990 年以来，文艺理论界一直处在对我国文
论的持续的、批判性的总结和反思中，其中较
为重要的有三次: 90 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
讨论( 由文论开始，渐次扩大到其他人文学

科) ; 2000 年前后对文艺理论的历史总结; 新
世纪以来对新中国 60 年文论发展的回顾与
反思。这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与总结，当然
主要是出于中国文论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

要，但是不能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

精神也起到了某些促进和助推作用。
首先，进入 1990 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并迅猛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已

经逐步融入世界，中国已经不可能脱离或者

绕开全球化的联系与制约，中国文化也不可

能游离于全球化语境之外。在全球化语境
下，中国文论、文化一方面大大增加了与其他
国家、民族特别是欧美西方国家、民族的交
流、对话，当然也包括与它们的矛盾与冲突。
在此双向互动过程中，文艺学涌现出一系列

以往所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或者老问题的新

形态，比如对文学、文学性的本质是否应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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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过去的新理解; 文学理论应该是一个

封闭自足的体系还是动态开放的形态; 文学

理论( 文艺学) 应当是一门人文学科还是社

会科学，还是两者兼有，乃至只是文化研究的

一个部分; 它的科学性体现在何处; 文学的历

史发展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文学史的观念应当以什么样的历史观、哲学
观为理论基础; 等待。这些问题可能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我国尚未进入全球化语境之前还
不可能提出来，甚至还不会成为文学理论重

点思考的问题( 那个时代关注的主要是文学

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学方法论、文学的主体性
等问题) 。而这个全球化的语境，在许多西
方学者看来，也就是后现代的语境。希利斯
·米勒对后现代的跨文化文学研究就是从全
球化角度讲的: “当前，作为全球化的伴生
物，对于‘世界文学’( 换言之，即全球化语境
中的文学) 的研究复兴了。这就提出了一个
问题，来自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在多大程

度上被处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理解和说

明。”［5］我国学者赖大仁也精辟地指出: “中
国虽属‘后发’国家，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无不受到世界潮流影

响，文化发展同样不可能置身于全球性的文

化转向之外。”［6］后现代主义文论关注的许
多问题就是这样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中悄然进

入了中国文艺理论的思考之中。这些问题已
经不是外在于独特的中国语境了，而是融入

了中国语境之中，变成中国文论自己迫切需

要回答的内生性问题了。
其次，正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

推进到了新阶段。由于“左”的路线的长期
统治和“文革”史无前例的破坏，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被推迟了 20 年，它实际上起步于前现
代性的社会氛围中，现代性尚未充分展开。
而到了全球化时期，现代性自然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迅速生长，后现代性也共时地“侵入”
进来。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不争事
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的某些文化
形态中已经具有某种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显然还不能说进入了

后工业社会，但从人们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念
与趣味来看，却可以说超前进入了消费社

会”。［7］换言之，在当今的中国，包括前现代、
现代与后现代三种因素并置着，后现代因素

虽然还不占主流，但是却日益增长。在这种
情势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艺理

论界就有了接受的需要和基础。比如前述鲍
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性剖析，对于解释

和批判当今中国消费社会、消费文化的许多
负面现象就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在中国文艺理论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成

果———“新理性精神”文论———在一定意义
上就是对以往的西方文论和当代中国文论的

深刻反思和批判的产物，同时又是对现代性

和后现代性双重批判和超越的结果。“新理
性精神”文论的主要创建者钱中文回顾自己
的心路历程，说当时“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经
历了新潮文化、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的洗礼
以及对它们的思索”，“产生了一种‘立足点
意识’，开始是不自觉的，继而渐渐走向自
觉”，这就是“新理性精神”。他把反思性、批
判性包括自我反思当作新理性精神的核心，

强调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的功能视为一种
反思，一种文化批判，一种现代文化的批判

力，也即一种思想前进的推力。需要坚持现
代性的这一功能，使其自身处于清醒的现实

主义状态，使其自身具有不断清理自身矛盾

的能力”。这一点实际上与后现代主义精神
是暗合的。所以，他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批
判性作了部分的肯定，指出: “后现代主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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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潮，它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

人们思维方式改造，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以往

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精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的:‘上帝、国王、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
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

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钱中文
并不同意后现代主义这种全面解构的倾向，

但是他对当今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与后现代

主义的批判却完全一致: “旧理性有过自己
的辉煌时期，如今不断走向唯理性主义，科学

理性逐渐变为极端化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
人文理性在唯理性主义、实用理性的影响下，
遭到严重的破坏。理性并未实现它的美妙的
千年王国的许诺。”他严厉批判“旧理性、唯
理性主义压抑人的感性，它们通过盲目的政

治迷信或是宗教的信仰主义，遏制人的感性

的显现，扼杀人的人性的发展、个性的形成以
及人的创造力”。这种批判可以看作钱中文
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部分接受，当

然，他总体上是不同意后现代主义文论对理

性的全盘否定和解构的。他虽然承认“在我
们这里确实存在着某种‘后现代状态’”，但
他并不赞同后现代主义者声称的“‘现代性’
已经终结”，“当今是后现代性统治的时代
了”的主张。他更同意哈贝马斯关于“现代
性还是未竟的事业”的观点，并对其提出的
用“社会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的观点有
所吸纳。其实，哈贝马斯的观点也是在与后
现代主义的论争中形成的，其中已经包含着

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子。在笔者看来，
钱中文主张的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性与后现

代性的合理方面的辩证综合，是一种包含后

现代性的现代性。他说: “新理性精神把现
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

面性，避免使其走向极端，忽视感性的需求而

走向文化的唯理性主义，或是走向非理性主

义与反理性主义，忽视人文的需求而走向工

具理性主义，走向它的反面，从另一个方面走

向反理性主义。”显而易见，后现代性与现代
性的争论和交锋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提出的

重要思想文化背景和现实根据之一。如同钱
中文自己所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
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

往对话精神为思维方式的理性精神，这是在

以我为主导基础上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

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我
把在新理性精神观照下提出的文学主张，称

之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8］41

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 1990
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在中国文艺学界受到

普遍关注和众多赞同，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

影响。说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与新理性精神文
论的碰撞、互动、对话过程中，潜在、间接、部
分地参与了其建构，恐怕并不过分。而且这
种批判、反思精神一直在延续，并没有偃旗息
鼓。比如董学文等就主张“要保持一种不断
反思的科学态度”，“任何一个研究文学理论
的人”都应当经历“一个不断自我反省、自我
检讨的过程”，针对有学者认为“当前文学理
论是‘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的观点，他
们强调要“以严肃反思的心态”“超越对西方
文论仅限译述和套用的阶段，尝试建立一种

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

的思路”，“在不断反思中体现出创新精
神”。［9］这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种自我反
思、批判的精神不能简单归结为来自后现代
主义的直接影响，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后现

代主义文论对中国文艺理论界批判、反思精
神氛围形成的助推作用。而且这种反思、批
判精神至今仍在延续。比如 2012 年莫言获
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中国在此奖项上零的

突破，在舆论界一片欢呼、赞誉声中，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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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郜元宝就尖锐地提出，“当代中国文学是否
超过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是否真的到了历史

上最好的时期? 我的答案很简单: 包括莫言

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小的

成就，但如果要在整体上与现代作家相比，则

差距之大，何可以道里计!”。［10］这种批判、反
思精神十分可贵，正是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发
展的强劲动力之一。

二、助推中国当代文论走向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崇尚多元和谐，反对现代主

义所崇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
trisme) ，主张差异性、非同一性，否定绝对同
一性和总体性的独断和霸权，强调世界的多

元性和多义性，强调视角的多面性、意义的多
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这对于中国当代文论
打破单一文论体制从而走向百花齐放的多元

化局面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打破这种单一的文

论体制并不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论主导的

体制，而是一要打破当代文学理论中对马克

思主义文论某些片面、机械甚至教条的理解
和阐释，尤其要清除其中残存着的苏联的某

些教条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余毒; 二要对多
元化有准确、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
主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文

论本身就不应是单数，而应是复数，请看一个

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出了多少学派、多
少不同的阐释，谁能说它们不是或者反对马

克思主义? “西马非马”论在今天绝不应该
死灰复燃。而且，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遵
守宪法、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各种非马克思主
义的文论亦应该有其存在的权利，事实上也

是这样，它们至少可以作为百花中的若干朵

而开放，这既可以衬托马克思主义文论主导

地位，又可以在许多方面补充和丰富马克思

主义文论。
后现代主义奉行的非同一性哲学不是对

同一性的简单否定，而是提出同一性之中的

异质性问题。整体( 总体) 总是异质性事物
的集合，对整体( 总体) 的创造与利用就必须

尊重构成整体( 总体) 的每一个异质个体。
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阿多诺指出，非同一

性思想认为辩证法在本质上认定事物内部和

事物之间永远处在一种否定性关系中，在他

看来，也只有永远的“他者对同一性的抵抗，

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11］由此，他提出
了事物内与事物间诸矛盾因素的新的存在形

式———“星丛”( constellation) ，即关注异质性
的非同一性，既“相安无事中彼此不存在支
配关系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12］

这种全新的星丛关系是无中心、无等级、平等
的有差别的共在，是非奴役性的彼此介入的

关系。在星丛关系中，对立双方既相互建构，
又相互否定，和平共处，相互介入，平等交流。
它构成了后现代的基本世界观。上述关于世
界的多元性和多义性、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
的多元性等思想就源出于此。德勒兹也强调
差异性思维，认为差异无所不在，存在就是差

异，这是对同一性的彻底否定。他用“块茎
思维”来命名差异性思维，因为块茎的生长
是向四周散开的，它在形态上呈现出发散性

和网络形状，缺乏固定的中心，因而块茎思维

是分散性的差异思维，是对基础、本质、中心
的背离，是对他们所谓的“树状思维”( 有主
干、中心) 的对抗。显然，这种“块茎思维”与
阿多诺“星丛”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后现代主义主张差异性、非同一性和多

元性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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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比如胡亚敏最近明确提出了“论差异
性研究”的理论主张，她指出: “差异性研究
是在反思西方、本土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对中
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同时也是对当代社

会和文学批评中趋同性倾向的主动回应……
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差异性研究呼吁

人们抵制同质性或单一性，建构既有普遍价

值又有民族个性的中国文学批评。这一立场
正是中国文学批评走向自信和自立的体

现。”［13］这里，胡亚敏提出的差异性研究有其
自身的理论目的和现实针对性，与后现代主

义文论批判的西方同一性哲学在具体观点、
内容上存在许多不同。笔者对该文的具体观
点是赞同的，也认同这个主张对中国当代文

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只是想指出，作者

今天提出差异性研究的主张，可能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对差异性
的反复强调不无某种关联，就是说，后者对前

者有着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的启示。实
际上，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差异性理论在中国

学界已经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文艺学研究

中体现在许多方面。胡亚敏提出的差异性研
究主张在具体内容上似乎有点反其道而用之

的味道，但在精神取向上还是有一致之处的。
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

义文论的某种积极影响。
更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文论非同一性和

多元性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文论走向开放、
多元的新时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学者
许纪霖早在 1995 年就大声疾呼“后现代不该
是一个独白的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对话的时

代”，［14］这可看作是知识界有代表性的回应。

金惠敏更是大声疾呼“走向全球对话主义”，
他主张，“全球化，作为‘全球对话主义’，将
既包涵了现代性，也开放了后现代性，它是二

者的综合和超越。‘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哲
学，如果需要再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全球对
话主义’将是一个选择”。［15］钱中文的新理性
精神文论同样突出强调文艺学应当努力奉行

“交往对话主义”，他把交往对话提升到存在
论的高度，指出，“要确立人的生存是一种对
话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自有价值
的意识的思想，人与人是一种相互交往对话

的关系”。［8］43也就是希望中国文艺理论出现
多元共生的新格局。最近，叶廷芳也指出，
“进入‘后现代’的多元语境的基本要求”是
“个体的存在以尊重他人的存在为前提; 坚
持自己以不排斥他人的立场为准则。在这里
‘对话’成为彼此沟通和保持思想生态平衡
的最佳纽带”，他从中外大量艺术实践出发，
总结出“多元思维使艺术获得巨大的空间”
的规律，强调“‘后现代’的文化和学术语境
都不只任何‘元’谋求霸权的努力，每个‘元’
都必须以尊重别的‘元’的存在为自身存在
的前提。而多元交流和对话( polylog) 乃是平
衡多元并存格局的最佳方式”。［16］此言千真
万确，切中肯綮!

事实也正是这样。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出现了

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这在文艺
学教材的编写、出版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文艺理论教材是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它

一般要求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有内在

的逻辑框架和范畴系统。考察一下近 20 年
文艺理论教材建设的情况，对于了解文艺学

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态势有一定的典型

意义。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
理论教材是一个新旧过渡时期，打破了“文
革”前由中央宣传部门组织一两种统编教材
的局面，新出版各种教材不下 20 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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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繁荣。①而到了 90 年代，文学理论教
材建设则有了大发展，不但数量大增至近

①参阅杨福生:《文艺理论教材建设五十年》，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 年第 3 期; 毛庆耆:《21 世纪我
国文艺理论教材述评》，载《学术界》2010 年第 7 期; 童庆炳主编:《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研
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版; 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广东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4 年 4 月版。

50 本，而且内容上也多有创新、开拓，观念、
方法更是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可喜态势。
进入 21 世纪之后，这种态势有进一步强化的
趋势。毛庆耆在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
理论教材的发展过程后指出: “中国文艺理
论和文艺理论教材都一直处于变革之中，文

艺理论及其教材的历史乃是其变革史”，而
这种变革历史“都是外来思想引发的变革。
近三十年西方文艺思潮涌进国门，令人开阔

眼界，对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理论教材建设

带来变革的机遇，但也是对中国文艺理论的

考验和挑战。现在文艺理论和教材可谓百家
争鸣，是其所是，各宗一说。系统论、新批评、
文化学、叙事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存在主
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弗洛伊德
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或取其一说，或综合数

说，或张扬马克思主义而取西方一说或数说，

皆可自成文艺理论体系和文艺理论教材。这
就是当下中国文艺理论教材变革的基本状

况”。［17］此说甚为客观公允。童庆炳也发表
了类似的意见: “西方文论也是人类文明的
一部分，对其中的精华加以批判性的吸收，这

是对人类文明果实的‘共享’，这不是什么丢
人的事情。把西方文论视为异端全面摒弃，
和奉为圭臬几乎全面接受，这都不是可取的

态度。毫无疑问，西方文论为我们打开了新
天地、新视角，给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学科建
设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对我们开拓新的文艺

学领域，建立新的文艺学体系大有帮

助。”［18］143毫无疑问，这里的“西方文论”包括
了后现代主义文论。陈太胜更是对后现代主
义文论对中国文艺学理论和教材建设的作用

给予直接肯定，他认为后现代精神是当前的

文艺学研究和教材编写亟需的一种思路，提

倡后现代的文艺学，有利于改变我们僵化的

知识结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式。［19］55总之，
当代中国文论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基本状
况，与诸种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涌入显然有着

密切的关系。它们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及教材
的变革、创新和多元化，至少起了“引发”、启
迪、助推和注入活力的作用。
当然，中国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与西

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碰撞、对话、互动中走向
多元化，更加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文化转型有直接联系。笔者十
分赞同童庆炳的以下观点: 在这种社会转型

的过程中，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特

殊的意识形态形式，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

程; 文学创作出现的局面也对当下的文学理

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原有的文学理论因为不

能适时地解释和引导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而

受到冷落; 文学理论界也在与西方文学理论

的接触中开始自我反思，这为中国文学理论

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还应当承认，仅仅以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论来解释当代中国一切文艺现

象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丰富的文学现象需

要各个学理层面的解释。［18］101-102

上述现状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加以说
明，此处笔者仅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
文艺理论教材在体系建构方面出现了多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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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喜人现象来论证这一点。由于文艺理论
界许多人认为目下不再是一个建立体系的时

代，所以有的开始淡化体系建构的热情; 有的

开始打破前一时期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五大板

块( 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发生与发展论、
批评鉴赏论) 的单一模式; 有的虽然仍然维

护体系建构的自洽性，却更注重理论的开放

和对话性，而不求一种模式“一统天下”，目
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一系列文学的基

本问题。那个时期不少教材试图以艾布拉姆
斯的文学四要素观点为新的视角，开始超越

五大板块的框架，以文学活动为中心，以作品

与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及作品自身所包含的
四大关系( 或环节) 为构成体系的主干，同

时，各部教材在结构安排上又各有侧重和个

性，显示出同中有异的多元形态。有的教材
明确放弃了五大板块的框架，“采取开放而
不封闭、宽容而不排斥的态度”，以文学活动
的三大环节( 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交
流) 为主要构件来建构自己的新体系。［20］还
有的教材基本不追求完整体系的建构，而只

考虑具体文学理论问题的阐述，如童庆炳主

编的《文学理论要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上编“理论”部分着重文学理论基本
问题的探讨，下编“历史”部分则从历史发展
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 20 世纪西方
文学理论的发展嬗变作了比较完整的梳理和

介绍，大大丰富了教材的知识信息量和深广

度; 董学文、张永刚著的《文学原理》，以五个
“W”，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
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样”、“文学有什
么用”五个所谓“元”问题来展开讨论，重点
阐述文学原理性的问题; 陶东风的《文学理
论基本问题》也不追求体系与框架的逻辑自
洽，只是重点论述了七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其

中，“文学的语言、意义与解释”，“文学与文

化、道德、意识形态”，“文学与身份认同”等
问题与以往文学理论的思考和提法颇为不

同，立意较新。［18］101-102这方面例子很多，不胜
枚举，说明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体

系建构上确确实实已经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

局面。而教材建设的多元化发展也从一个侧
面折射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出现了百花

齐放的繁荣局面。不能否定，后现代主义文
论的实际参与其中，也增添了一些正能量。

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力冲击

后现代主义文论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形成有力的冲击，有助于我们超越二元对立

特别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以及本质主义的

思维方式。
先说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超越。笛

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是西
方近代二元对立( 包括主客二分) 思维方式

的开创性命题。海德格尔曾批评笛卡尔这个
认识论把人与世界设定为现成存在的主客体

关系，“把这种关系理解为现成存在”，那人
( 此在) 与世界在“实际性”上被分割为“现成
存在”的两个“存在者”———主体与客体，两
者在分立、对立的“前提”下，“一个‘主体’同
一个‘客体’发生关系或者反过来”，而且“把
这个‘主客体关系’设为前提”，设为某种“不
言自明”的现成东西，自以为“已为哲学找到
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但是在海氏看来，
这种预设的前提“在存在论上陷入全无规定
之境”，［21］因而是错误的。福柯独辟蹊径，从
“癫狂史”的角度剖析笛卡尔这个“第一原
理”，指出笛卡尔的“思”乃是一个理性的主
体，它排斥、洗礼了非理性的癫狂，“将非理
性深深打入地下”。［22］83诚如有的学者所指
出，福柯的这一批判揭露了笛卡尔开创和确

立的这个哲学传统“必是高踞于没有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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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对象世界之上”，造成了主客、心物二
分，而“这一心物二元论的传统在当今一些
哲学家看来，简直就是核武器、细菌战以及纳
粹反犹太屠杀的罪魁祸首。前者是科学发达
的结果，这是物。后者是伦理专断的结果，这
是心”。［22］84后现代主义者对主客二分思维方
式的这一批判是摧毁性的。德里达则用解构
主义策略来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系列二元

对立。他明确指出，“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
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

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
面统治着另一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
而要解构这个二元对立命题，必须首先采用

“颠覆”的手段，即“在一特定时机，把它的等
级秩序颠倒过来”，这个“颠覆的阶段”是不
可绕过、不可忽略的，否则“即是忘却了二元
对立的冲突和隶属结构”。［22］4据此，德里达
把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整个传统哲学

看成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而予以批判
和颠覆。这种颠覆虽是破坏性的，却亦是对
传统形而上学二元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超

越，其中也包含着建设性的因素。
概而言之，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现代性批

判和超越的关键之一就是消解主体、“去中
心”，正如波林·罗斯诺所说，“消灭主体同
时就是消灭了与它相联系的所有现代观

念”，［23］1“现代主体自动地需要一个客体。
这样消除了主体，也就终止了任何关于世界

之为主体和客体的划分。它破除了主—客二
分法，摧毁了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中

断了同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力关系，并

由此 消 除 了 其 隐 藏 的 层 系 ( 等 级 系

统) ”。［23］71这个思想对我国文艺理论界( 包
括笔者) 长期以来习惯的传统形而上学主客

二分思维方式造成强烈冲击，不少学者认为

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乃是中国文艺理论

突破的一个关键。［24］这一点虽然至今还有少
数学者持反对态度，［25］但无可置疑已经成为

我国大多数文艺理论家的共识。显而易见，
这是直接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 包括海

德格尔等人现象学思想中的后现代因素) 的

启示，而在中国语境中加以改造并舍去其批

判权力关系之政治涵义而形成的理论成果。
而这一成果对于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建构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里以海德格尔等人对文艺理论以“文

学活动”为理论建构中心的启示为例作简要
说明。詹姆士·艾迪指出: “现象学要研究
的是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意识向客体的投射，

意识通过意向性活动而构成的世界。主体和
客体，在每一经验层次上( 认识或想象等) 的

交互关系才是研究重点，这种研究是超越论

的。”［26］首先，现象学所研究的世界是“通过
意向性活动而构成的世界”。这里给人们的
启发是，世界不是客观现成地放在那里等待

我们去认识的对象，而是在我们的实践和认

识中“构成的”，或者说“生成出来的”。这种
思路消解了认识论领域中的主客二分，即消

解了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的现成性。二元对
立的思维方式把主客体、内容与形式、本质与
现象等一系列对立当作是前提性的、必然的，
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立本身是生成出来的。
这就决定了在二元对立之中对立双方的现成

性和在先性。相反，现象学的意向性活动的
“构成性”原则启示我们，对象( 客体) 和主体
都不是现成地被摆在那里的分立的实体，而

都是在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同时生成( 构

成) 的。按这个思路，文学描写的世界和创
作主体以及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不是在先

的、现成的、分立的，而都是生成的，生成于文
学活动中，这样就确定了文学活动逻辑的在

先性，作家、读者、文本都是在文学活动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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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地生成出来的，一个人如何在“写作”中
生成为作家，一个人如何在“阅读”中成为读
者，文学文本如何在读者的阅读中成为作品，

这些问题都因为文学活动的在先性而成为文

学理论的真问题、关键问题。其次，现象学所
研究的是意向性活动中生成的主体和客体的

交互关系，主体和客体是相互生成着的，客体

是被主体化的客体，而主体也是吸收客体属

性的主体，两者是相互推动与发展着的。这
是一种交互主体性( Intersubjectivity，或译主
体间性) ，它意味着人世界化了，而世界也人

化了，这是互动着的同一个过程。在这种交
互关系中，主客体成为一个动态的整体结构，

而不再是孤立、静止的对立关系。这种交互
主体性也正是文学活动的基本状态。根据上
述思路，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文艺学教材都
开始把自己的理论着眼点落实到了文学活动

上，作家和世界、读者和文本、创作和阅读等
等原本对立的关系都在文学活动的大前提下

处于这种交互主体性中。文学理论的这种新
思路，已经为一大批文艺理论家所接受，逐渐

成为文艺学教材和著作理论建构的主

流。［18］110-113这个思路在“马工程”重点教材
《文学理论》中也有所体现，该教材“导言”关
于其“逻辑结构”明确说道: “本书编写的框
架是根据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和文
学活动的诸要素及其关系而建立的”，教材
的“七论”中的后五论( 文学创作论、作品论、
接受论、批评论和发展论) 作为文学活动的
诸要素和环节，就是由文学活动统摄，在文学

活动这个大前提中动态地生成和展开的。马
大康的新著《文学活动论》，更是明确以文学
活动作为文学理论的“新的逻辑起点”，它一
开始就“质疑文学本质论”，强调指出，“文学
活动是多种意向性关系相交织、相转换的活
动，总是处在‘过渡状态’，但又是以审美关

系，也即虚拟意向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活动。
正是文学活动将现实的生活世界与文学的虚

构世界连接起来，它就发生在现实与虚构相

交接的‘边界’，是个亦真亦幻的世界。文学
的所有特征都源于文学活动的边界性: 文学

独立性与文学功利性、审美自律性与文学的
意识形态性、移情与外位性、参与者与旁观
者、自我与他者、意识与无意识、主体性与无
物无我状态……种种相互矛盾的状况、特征
都可以从复杂多变的边界活动中得到解

释”，因此，只有“立足边界思考”文学活动，
才能将以往研究文学的“方法都融入文学研
究之中，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避免了以往

文学理论的‘拼盘’式组合。文学活动将作
家、文本、作品、读者、社会历史诸因素都融合
在一起了”。［27］总之，这样一种以文学活动为
主脉来建构文艺理论的逻辑框架，实际上就

开始了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超越。
再说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后现

代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学最直接的影响

之一，当数历时多年的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

质主义的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
所崇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
trisme) ，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反对认为
事物、文本具有单一、固定不变的本质因而以
寻求这唯一本质为目的的思维方式，也就是

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和方法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已经通过人文学科的各
个领域和渠道渗透和影响到文艺理论界，在

中国语境中既遭遇到某些抵制或批判，也获

得一定程度的接受或认同，“在国内文论界
激起了强烈震荡，最终引发了迁延至今的本

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28］新世纪初
期，国内已有许多学者不断发表这方面不同

意见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四五十

篇，不过这些文章论域较宽，论题相对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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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只是涉及反本质主义问题，但是参与

者众多，包括一批国内影响较大的知名学

者。①比较集中的是《文艺争鸣》在 2009 年辟

①如( 1) 秦剑:《“本质的悬置”: 文学理论学科性之反思》，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2)
李秀萍:《关于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思考》，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3) 南帆: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载《江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 4) 和磊:《再谈文艺学的学科反
思———兼与盖生先生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 5 ) 陶东风: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
艺学的学科反思》，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6) 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7) 张荣翼: 《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 八人谈) 》，载《长江学术》
2006 年第 3 期。( 8) 赵刚健:《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 年第 6 期。
( 9)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 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 年第 1 期; ( 10) 李西建:
《文艺学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形态的重构———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载《文学评论》
2005 年第 2 期。( 11) 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载《河北学刊》2004 年第 4 期。( 12) 陶东
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载《文学评论》2004 年第 6 期。( 13) 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
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载《文艺争鸣》2004 年第 5 期。( 14 ) 李春青: 《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文学理
论?》，载《人文杂志》2004 年第 5 期。( 15 ) 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
2004 年第 3 期。( 16) 杨杰:《深化当代文艺本质问题研究之探析》，载《理论学刊》2005 年第 2 期。( 17)
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 18) 童庆炳:《文学本质观和我们的问题意识》，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19) 汤拥华:《告别
与执守: 有关文学理论的论争———由一篇商榷文章引发的商榷及感想》，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 20) 罗宏:《文学本质追问与价值观照》，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 21) 陆贵山:《试论文
学的系统本质》，载《文学评论》2005 年第 5 期。( 22) 唐铁惠:《试论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一致性原则》，
载《文学评论》2004 年第 5 期。( 23 ) 钱中文: 《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载《暨南学报》2004 年第 2 期。
( 24) 方兢:《关于文学理论建设的思考》，《文学评论》2005 年第 3 期。( 25 ) 吴子林: 《对于“文学性扩
张”的质疑》，载《文艺争鸣》2005 年第 3 期。( 26)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载《文学评论》2004 年第
6 期。( 27) 毛崇杰:《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载《文学评
论》2005 年第 5 期。( 28) 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
析疑》，载《文艺争鸣》2004 年第 3 期。( 29 ) 吴炫: 《穿越阐释: 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进路》，载《河北学
刊》2005 年第 3 期。( 30) 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文学评论》2006
年第 3 期。( 31) 郑惠生: 《反科学倾向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载《东南学术》2004 年第 3 期。
( 32) 王元骧:《文艺学强调艺术本性的研究》，载《学术研究》2004 年第 3 期。( 33) 王元骧:《文艺学不应
回避艺术本性的研究》，载《暨南学报》2004 年第 2 期。( 34) 王元骧:《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
载《汕头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 35) 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载《文学评
论》2005 年第 1 期。

出专栏，就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问题集中

刊发了大量论争性文章，将讨论推向高潮。
诚如党圣元在总结这场争论时指出，这场学

术讨论“已经为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
一个涵盖面极其广、综合程度极其高的问题

域或话语场。随着讨论范围的逐步拓展和逐
步整合，所涵盖问题的一一呈现和深化，实际

上已经从知识和思想价值两个维度触及了当

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最为深刻、最为隐秘
的一些问题丛，极大地带动了学界同行们的

话语热情，以致参与者甚众，各种不同的学术

见解得到了充分表达，因此对于新世纪中国

文论研究的学术推进，产生了积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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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8］34此言一语中的，这场争论的确构成
了新世纪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事件。而且
这场讨论至今仍在继续，2013 年 1 月号、5 月
号《文艺争鸣》还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反本
质主义的争论文章。①

①参见王伟的《反本质主义、文论重构与中国问题》和李自雄的《值得追问的“中国问题”》和《关于反本
质主义的三个关系问题》两篇文章的相关论述。

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论，实

际上是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争论，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和现代

性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主要是 1990 年
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涌入，这个话

题在知识界激起层层波澜，引发了许多学者

围绕这个话题，结合中国文化、学术的现实，
展开广泛而持久的讨论。所谓本质主义，应
该主要指那种认为一切事物、现象都具有单
一、绝对、固定不变的本质，因而学术研究以
寻求对象这唯一本质为根本目的思维方式。
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僵化、封闭、
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在文艺理
论界，本质主义长期以来成为多数学者( 笔

者本人亦不例外) 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其突

出标志是，认为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寻求

文学固定不变的一元本质和定义，在此基础

上展开其他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而

反本质主义则质疑文学是否存在单一、固定
的普遍本质，进而质疑文学本质研究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主张将本质问题语境化、历史
化、相对化、多元化。
不过，据笔者观察，在中国文艺理论界，

那种典型、僵化、绝对的本质主义似乎并不多
见。这从党圣元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讨论
所作 的 权 威 性 综 述 和 总 结 中 可 见 端

倪。［28］26-35该文指出，争论首先是由反本质主
义阵营挑起的，他们批评、质疑文艺学研究中

本质论研究的独断性，是“简约的、虚假的、
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使用本质概
念”，［29］认为借鉴后现代怀疑和反对作为现
代观念的本质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研究

显得尤其重要，这至少涉及本质的语境化和

多元化、理论的文本化和历史化、理论的批评
化、文本的扩张和标准的内向性等五个方面
的问题;［19］53-54同时，他们将讨论扩大到拓展

文艺学边界问题上，主张随着文学边界的扩

展和模糊，文艺学也应当扩容、越界并转向
“文化研究”，走文论批评化道路。正是“在
以上论者的倡导下，本质悬置、文化转向、日
常生活审美化、越界、扩容等反本质主义的文
论观念，似乎在近年来的文论研究中已经形

成了一种思潮，并且以其问题意识的前沿性、
尖锐性、深刻性、反思性、批判性，对于新世纪
中国文论研究产生了一种通常所说的积极的

‘鲶鱼’效应，其迫使持不同见解的另一方予
以回应，并且由此而建立起了这一论争中持

不同观点双方的对话场域”。这一对话场域
实际上也确定了双方论争的话题和范围。我
们看到，持本质主义立场的学者在应对前者

的反批评中并没有竭力维护那种肯定文学存

在单一、固定的普遍本质的绝对化观点，而是
一方面强调文学本质问题探讨的合法性、合
理性和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反对悬置、取消
文学本质研究的虚无主义态度; 另一方面则

有条件地肯定反对“独断论本质主义”者“对
极端的、僵硬的、教条的本质主义”的反拨和
挑战，部分肯定将文学本质问题探讨语境化

和历史化的观点，他们中有的学者还提出了

“系统本质”观，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流动的，
必须破除和摈弃对本质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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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同时又要注意防止虚无主义的态度，不

加分析地消解和颠覆一切对事物本质规律的

理论界说”。［30］再早一些，有的学者在编写文
学理论教材时提出了文学的多层次本质观，

也否定了文学单一本质的简单化观点。［31］由
此可见，论争双方在批判僵化和教条主义的

本质主义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分歧。这本身说
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合理内核已经深入

人心，实际上已经悄然改变着学界陈旧、僵化
的思维方式。这场讨论的重心后来主要转移
到文学边界、文化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
题的争鸣上，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①可以参考如下文章的相关论述:《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 年
第 5 期;《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再现世界”命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文艺学: 反
本质主义之后》，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总的说来，这场讨论是成功的，如党圣元

所说，“双方通过相互论争、相互质疑，达成
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随着讨论的深入，
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或曰转折: “原先的反本
质主义论者，在经过前沿性的反思、质疑、批
判之后，在相当程度上又重新回归到学科理

性上来了，在继续保持学术思考、理论话语的
前沿性、批判性之同时，也对自己先前的观
点、看法，作出了若干必要的修正。对于质
疑、反对‘反本质主义’的一方而言，情况同
样如此。也就是说，论争的双方，越来越尊
重、理解、同情乃至一定程度上接纳对方的观
点。应该说，这是论争过程中双方进行深度
对话、良 性 互 动 的 一 个 积 极 性 的 结
果。”［28］34-35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因而是
完全正确的。这场论争成功的原因当然是多
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文论的介入

和参与，也起到了引发、启迪、推波助澜的正
面作用。
需要强调指出，这场大讨论确确实实对

中国文艺理论的创新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这种推动不是虚的，而是有着可喜的
实绩。新世纪以来南帆主编的《文艺理论
( 新本) 》、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和陶东风
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三本文艺学教
材( 也是著作) ，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诚
如方克强所说，这三本教材“都对当下后现
代语境的挑战作出了回应，都在不同程度上

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切割”。［32］方克
强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三种教材都在不

同程度上尝试着既反本质主义又着眼于系统

性文艺学的建构工作。它们否定“本质”的
客观性、永恒性和唯一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
式，将“本质主义”非本质化和非唯一化。①不
过，它们打破本质主义，重新建构文学理论的

策略各有不同: 南帆在对尼采、德里达、福柯、
利奥塔、罗蒂、布迪厄等后现代思想家的启示
性观点进行深入阅读与贯通后，采取了与本

质主义相区隔的关系主义编写思路; 陶东风

则以“历史化与地方化”作为文艺学知识的
重建思路，但是相对缺乏建设性的理论基石

和可操作性; 王一川将其文学理论命名为

“感性修辞诗学”，其理论建构路向为“本土
主义”，即强调本土的文学经验、文学实践、
文学理论连续性与特色性。这三种教材虽然
还是探索性的，还不够成熟，但确定无疑的

是，它们在反对绝对的本质主义、尝试重构新
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方面，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方克强在总结
这三种教材以及其他若干重构文艺学尝试的

基础上，精辟地指出: “告别本质主义之后的
当下中国，单数的、大写的本质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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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光环后，出现了众多的、小写的反本质主
义‘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同时，它们“吸
取西方‘后理论’的反思成果，由文化理论、
文化研究向文学本位作出某些调整”。笔者
完全赞同方克强这一客观、精当的概括。还
需要提及的是，杨春时对这三本教材作了全

面、辩证的评价，认为“一方面它拓展了文学
理论研究的新视野，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

的模式，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模式，

而与当代世界文学理论接轨，推动了文学理

论的现代性建设，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学本质

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文学理论的建构被取

消，代之以历史的陈述，从而可能导致绝对的

历史主义甚至虚无主义”，他因此提出在对
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合

理地接受后现代主义，并且在当代条件下进

行文学理论建设，从而回答文学本质的言说

如何可能的问题。［33］他提出建立“主体间性
的美学”，以超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
片面对立，真正“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
义”。［34］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本身所

蕴涵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方法，正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改变着国内文论界的运思方式，
积极转化为本土文论发展的一大资源，它事

实上的确已经有效地介入和参与到了当代中

国文艺理论的建构中，其正面影响不应小觑。

四、后现代“文学终结论”引发的争论

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学最直

接、强烈的冲击恐怕要数“文学终结论”了。
由后现代主义文论和批评大家、美国耶鲁解
构主义“四人帮”之一希利斯·米勒在中国
首先抛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终结论”: “在
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

时代( 即使不是全部) 将不复存在( 从这个意

义上说，政治因素倒在其次) 。哲学、心理分
析学也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其主要理由是:“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
乐，还有因特网，在塑造人们信仰和价值观

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

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
些虚拟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世界

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
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 performative efficacy，
亦译‘施为性效能’) 。”他进而推出结论道:
“如果德里达是对的( 而我相信它是对的) ，
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

前提和共生因素( concomitants) ，而把它引
向终结。”［35］

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一经提出，立即在
文艺理论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如有的述评所
描述的那样，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被

吸引到这位有点特立独行的，对中国似乎有

着极大的热情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奇人奇论

上来了。反对者有之，赞同之声更是不绝于
耳。国内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人都
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发表了

大量有见解的文章。这表现出我国学人敏锐
的学术洞察力，表明我们正以开放、积极的
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对话中。［36］以童庆炳为
代表的一批学者首先发表一批论文予以反驳

和批评。童庆炳认为，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是
媒体的变化，而是人类表现情感的需要，如果

我们相信人类和人类情感不会消失的话，那

么，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文学也不会消

失;［37］他强调文学以语言文字为独有的“审
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
的”。［38］其他一些学者也从文学区别于当代
各种视觉艺术的审美特征出发，论证文学存

在的不可取代性。与此相反，也有一些学者
从后现代条件下文学被边缘化的意义上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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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如余虹认为，在艺术
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已
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在艺术大家族

的主导地位已由影视艺术所取代，“如此这
般的‘文学’在后现代条件下的确成了某种
过时的、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东西。‘文
学’终结了，逃离文学当然是一种明智之
举”。［39］还有第三种情况，一些学者以比较客
观、辩证的态度解读米勒的“文学终结论”。
如金惠敏从“文学即距离”的观念出发认为，
米勒敏感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电信时代，由

于“行动没有距离”造成了文学对自身的取
消，从而提出“文学终结”的预言，这是有很
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至少是应引起我们足够

警醒的。［40］赖大仁对米勒的预言采取了理解
式的阅读，认为它“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
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 而这种文学形态的终

结，则又根源于其生存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

改变乃至丧失”，主要是指“过去在印刷文化
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因素”的丧失，因
而肯定这个终结论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和
张力的悖论式命题”。当然，赖大仁并不认
同米勒文学已经终结这个结论。［41］

这场争论关键在于两个问题: 一是对文

学“终结”涵义的理解。许多学者认为“终
结”不等于“消亡”，更不是“死亡”，而主要指
文学地位的“边缘化”和无足轻重。赞同“终
结论”的余虹就是这么理解的。即使反对
“终结论”的童庆炳也认为当下所谓的文学
“终结”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文学的“边缘化”，
不能将这种“边缘化”与文学的终结混为一
谈。就是“终结论”的提出者米勒后来也有
局部的修正，他说: “只要文学继续存在，对
不同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具有重要性，人们

就需要文学理论。即使文学在某个特定社会
中不再重要，尤其是在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

就像今天所发生的那样，人们仍然有理由主

张，至少是在西方社会，文学理论继续需要存

在下去，以发挥其阐释过去文学的作用……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写作和阅读还是会

继续下去的。”［42］他指出，在当今后现代社会
中文学失去了重要性，但是，“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文学会继续存在下去。在一次访谈
中，他还动情地说，“我的一生都在研究文
学，我也不太懂电影方面的东西，至少在我的

有生之年，我对文学的未来还是有安全感的。
在我的有生之年，它是不会消亡的”。这实
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收回了他的“文学终结
论”。［43］1由此可见，通过争论，中美两国学者
获得了一定的沟通和共识: 如果“终结”是指
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地位边缘化而言，那么

争论双方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二是由“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引发出更

为重要也更具后现代意味的话题———图像时
代视觉文化对文学的冲击和挤压。米勒提出
“终结论”的主要根据是，在全球化的特定的
电信技术时代，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因特网
等营造出非文学的“虚拟的现实”，文学的
“那些旧有的功能却被电影、电视、通俗音
乐、电子游戏、网络等这些能够制造魔光幻影
的远程技术媒介所替代”; 他提出区分“传统
意义上的文学”即“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与
“新形态的文学”即其他一系列媒介如电视、
电影、网络、电脑游戏等构成的“混合体”，
“它们主要依靠的是可视性元素或者还有音
乐，它们要大量依靠视觉感官，还有听觉感

官……它们带给观众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世
界”，而“是一种虚拟的现实世界”。［43］1这些
话表明，“终结论”的深层背景是对后现代图
像时代( 或读图时代) 视听艺术极大地冲击

削弱文学地位的深深担忧。
这个问题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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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高字民借用鲍德
里亚的拟像理论，结合中国国情，认为后现代

图像时代“拟像”作为新的审美范式出现了，
这个转型即“从影像到拟像，实际上是影像
自身不断拟像化以及影像逻辑不断向现实世

界转化和泛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观者主
体深受机器性媒介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资
本逻辑的控制，其审美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掉

进了拟像的拟仿逻辑陷阱。只有深刻认识到
这一点，我们才能为当代人冲破媒介镜像围

城和虚拟文化蛛网找到现实的方法和路

径”。［4］18作者对后现代图像时代消极面的批
判言简意赅，相当深刻。周宪对后现代“图
文战争”的剖析更加鞭辟入里。他指出，在
图像时代，“读图”时尚的流行，正在悄悄地
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性，其潜在的后果之一是

重图轻文的阅读指向，图像对文字的“霸权”
和对文字的挤压得以形成，它昭示了一个从

语言主因型文化向图像主因型文化的深刻转

型;［44］他将这种图像“霸权”概括为新的“图
像拜物教”，揭露人们越来越被包围在日益
人工化和虚拟化的环境中，人们的视觉习性

和感知模式越来越技术化和程式化。视觉图
像又越来越趋同、类型化和虚拟化，人们越来
越趋向某种漠然、厌倦，进而产生对“视觉自
然”的回归心理。［45］这是直接借鉴、吸收了后
现代主义的视觉理论和“图文战争”的观点，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视觉文化消极面所作

的深刻批判不乏创造性的精彩发挥，有助于

丰富我国文艺理论，增加新的生长点。金惠
敏也从“图文战争”角度指出，电子媒介时代
到来的征候是图像增殖，这对以印刷媒介为

基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一是重组了文学的审美构成，二是瓦解了文

学赖以存在的深度主体，造成了现实的文学

危机; 新媒介所制造的“拟像”一方面抽掉了

文学对现实的指涉，另一方面又现实地为资

本主义商品语法所操纵和榨取。显而易见，
金惠敏是综合吸收和运用了后现代的图像、
拟像和“景观社会”等理论资源，对世界和中
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实际( 特别是图像对文学

的冲击) 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有力的批判，

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46］党圣元从审美体验
角度对当代视觉文化作了深度剖析，认为

“电视等现代影像工业的发展使得几乎所有
的文化都一定程度上被视觉化，当代语境中

的审美体验却日益显得难能难为。审美是对
亲身体验的回味与升华，影视、电脑构建的视
觉化的超文本却往往将人与自己的体验对象

隔离开来，取消了亲身体验，减少了静心思索

的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了审美活动的基础”，
它被肤浅化、非个体化，满足于复制、拼贴与
粘连，“造成了往返于物我融贯过程的审美
体验的缩减与停止，这时的审美文化几乎忘

却了对人类自由本质的体现，忘却了对人类

生命与生活轨迹的显示，忘却了曾有的心灵

震颤与人格震撼”。这个剖析是一针见血，
切中肯綮的。更值得重视的是，他还总结了
上述种种对后现代视觉文化的研究，将之提

升到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加以审视，指

出，“通过对于当代视觉文化及其后果的研
究，文论界对于学科危机、学科重建问题反思
的角度、维度、深广度均得以确认和强化。近
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就

是与本土的现实的文化、文学新现象的联系
逐渐紧密起来了，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的在

场性初步得到了体现，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

论关于视觉文化及其影响后果的研究，初步

呈现出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学术品格，这对

于我们探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特点及其问

题域之呈现是非常有意义的”。［47］这个判断
完全符合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实际，是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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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实践检验的。
总而言之，由“文学终结论”的争论延伸

到当代视觉文化新特征及其与文学之间的关

系研究、探讨，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后现代
主义文论对中国文艺学、美学界的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影响，它在理论和现

实两个方面拓展了中国文艺学的研究视野和

思维空间，特别是在视觉媒体与文学关系等

问题上有助于我们酝酿新的学术生长点，从

而丰富、发展了当代文艺理论。

五、后现代生态批评对中国文论的
建设性影响

还应该指出，后现代主义文论中的生态

批评对中国当代文论具有建设性启示和重大

影响。
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消解主体观，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直接表现为反对和

否认人对自然的支配、掠夺和征服，为生态批
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在建设性的后现代
主义的视野之中，人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

是自然的看护者。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
张对西方生态批评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

要的启示意义。经济全球化和西方后工业社
会的到来，人类生存困境的凸显以及觉醒者

们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感的与日俱增，是生

态批评诞生的直接现实根源; 而后现代主义

特别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则是

生态批评诞生的重要理论根源。在对待以工
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态度上，后现代主义积

极批判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及其

负面效应，主张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

系，这就形成了与生态学结合的契机。后现
代所崇尚的“有机主义”，“破除了主客二分
思维方式，摧毁了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

位，中断了与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力关

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隐藏的层系( 等级系

统) ”。［23］71表现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
是反对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认为人类没有

任何理由和权力凌驾于自然之上，并随心所

欲地改造和征服自然。这种有机整体观是生
态主义的一个基本主张。它认为万事万物是
联结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和处境与其他

物种的生存状况紧密关联。它力图克服现代
性的机械观和二元论方法，主张内在关系不

仅是生命体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最基本的物

理单位的基本特征; 它用生态学和量子物理

学反复地证明，我们完全是由内在关系构成

的社会存在物。值得特别肯定的是，如有的
学者所指出，其“有机整体观承认物种的独
特性和价值，但没有将价值总体化和绝对化，

与绝对生物中心主义不同的是，它承认人的

特殊性并对之有适度的凸显”。［48］在美国建
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大卫·格里芬等
人看来，按照这种世界观，“人类的经验也向
这个星球注入了许多据我们所知其他物种所

不能有的经验。人际关系和人类的创造力所
特有的享乐的特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内在价

值。我们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
丝毫不有损于我们已实现的价值的独到之

处”。［49］

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和传播不仅为中国

生态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以

及可资借鉴的资源，而且对中国当代文艺学、
美学的建设也大有裨益。一方面，一批中国
学者积极译介和引进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探

索其在中国语境中如何生长、发展的思路，谋
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 另一方面，

中国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也努力站在学科建

设高度，自觉地将西方生态批评与文艺学、美
学进行融汇，独树一帜地创建了新的交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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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同时也丰富
和拓展了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内涵和领地，营
构出了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多元
共生的良好态势。对于生态文艺学、生态美
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中国学者有着清醒、
自觉的认识，曾繁仁明确指出: “生态美学是
一种‘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新的美学观念。
所谓‘后现代’语境就是说生态美学是‘后工
业文明’即‘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因此，
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就应坚持‘后现代’理
论所具有的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基本

品格。从现在看来，所谓‘后现代’‘解构’与
‘建构’两种内涵，其基本品格是对‘现代性’
的反思与超越，但‘解构’的‘后现代’更侧重
于批判与打碎，而建构的‘后现代’则侧重于
扬弃与建设。生态美学就是一种以扬弃与建
设为其基本品性的美学形态。”［50］

中国学者的一个创新成果是对生态批

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做了建设性、开拓
性的学科界定。首先，王诺等学者指出，“生
态批评主要是一种生态危机现实迫切需要的

思想批评，是以生态整体观、系统观、动态平
衡观作为主导思想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
文化批评”，它力求超越文学学科自身的局
限，而与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生物学、地理
学、生态学、社会学、环境学、伦理学等许多其
他学科交叉结合，“这并非学术意义上的科
际整合，而是在认识人与自然整体关系的前

提下，寻求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51］这样，
西方生态批评的外延经过中国学者的创造性

移植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其次，生态文艺学
则是一门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艺与宇宙生

态系统之间关系的学科，如刘锋杰所概括，它

主要由五个基本方面的内容构成: “以人与
宇宙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作为基本对象; 以

人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

作为基本内容; 要解决的是文艺在表现生态

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

突; 勾勒文艺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及其

不同的方式与方法; 从事生态批评的一般理

论标准的研究，为生态批评确立基本的批评

原则。”［52］而生态美学的宗旨则如党圣元所
说，是“希冀用生态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对
以往的审美观念进行全面审视，用生态学的

角度思考美学问题，并运用美学的理论思考

生态环境建设”。［53］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生态文艺学和生态

美学的学科创建，是中国文艺学、美学界的重
要而独特贡献，西方除了生态批评以外，并没

有相应的学科。下面分别对我国生态文艺学
和生态美学的主要代表鲁枢元和曾繁仁的研

究成果作简要介绍。鲁枢元的《生态文艺
学》( 2000 年) 、《生态批评的空间》( 2006
年) 从宏观上论述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

中的位置和意义，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

知识对文学艺术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

“文艺创作的能量与动力”、“文艺作品中的
人与自然主题”、“文学艺术的生态学价值”、
“文学艺术史中的生态演替”、“文艺批评的
尺度”等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阐发，并由此
提出了自己关于“生态文艺学”建设的构想
与思路，在中国生态文艺学的创建方面具有

开拓性意义。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
稿》( 2003 年) 和《生态美学导论》( 2010 年)
以马克思的唯物实践存在论为哲学基础，对

生态美学的诞生背景、理论资源、学科界定、
内涵范畴以及生态美学与哲学、伦理学和当
代科技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

提出和全面论述了“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
建构起一个生态美学的理论框架。在他看
来，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
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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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
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

人类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

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态”，［54］是包含生态维
度的新美学观，也是美学学科的当代发展。
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中国生态文艺学、生

态美学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拟以
2012 年 6 月 13-14 日在山东大学举行的“建
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为例加以说明。这次会议有来自中国、美
国、德国、法国、芬兰、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
八个国家与地区的 7 0 余名代表参加，与会
学者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充分体现出建

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通过中西方学者广

泛、平等、自由的对话，有力地促进了生态美
学、生态文艺学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的深化，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创新建构。会
议上，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 David Ｒay
Griffin) 作了题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否有
助于克服生态危机?》的发言，他明确反对在
美国流行的虚无主义和超自然主义这两种世

界观，而提倡以怀特海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

后现代主义: 既与虚无主义相反，认为宇宙体

现着内在的道德和审美原则，比如为下一代

照看好世界; 又与超自然主义不同，相信神圣

实在; 强调要以一种适宜的生活模式来保障

人性的神圣。他对美国将引领世界走向一种
后现代世界不抱希望，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

认为中国受到马克思主义( 还有怀特海) 的

启发，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实现

生态文明，能够有助于挽救自然世界，特别是

有助于挽救人类文明。中国学者鲁枢元提出
了“第二次启蒙与东方精神”的新命题，他认
为不同于“第一次启蒙”中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契约”，“第二次启蒙”要“开启‘启蒙之
蒙’”，昭示为启蒙理性( 现代性) 遮蔽的诸多

方面的问题，其努力方向是“人与自然签
约”，整合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关系，克服现
代人的无根状态。这中间，东方的尤其是中
国的自然主义传统中的生存智慧，将成为建

设后现代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中国学者曾
繁仁在题为《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古代
生态审美智慧的重放光彩》发言中认为，后
现代实际上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给予生态文化以特别的关

注，如大卫·格里芬提出的生态论的存在观
就具有彻底生态的特征。他重点发掘和论述
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资源，特别是生态审

美智慧，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阴
阳相生”哲学思维的特殊内涵与理论背景，
认为两者所包含的“敬畏自然”、人与自然的
紧密相关性与“生生为易”的生命论，其实也
就是一种古典形态的东方生态哲学思维。他
认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是从古代文化

中挖掘出新的思想资源，以揭示其当代价值

和意义，补正现代文化。在中国，首先是与西
方美学对话，发掘其不同于西方古代和谐论

美学的特有内涵，以及与西方当代环境美学

在来源和内涵上的重要差异; 其次是与当代

中国美学特别是实践美学对话，补正其“人
化自然”中人类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补正
自己的前现代思想的种种弊端，以走向新的

历史阶段。美国杰伊·麦克丹尼尔( Jay Mc-
Daniel) 的发言题目是《生态美学———中国与
世界之希望》，他提出，生态美学不仅是一种
艺术哲学，而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它存在

于对生命和环境的尊重感之中，存在于一种

想要与周围世界和谐共存的渴望之中。生态
学的和谐非千篇一律，而有一种其自身的平

衡感，生态美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体找到生

命中的完满，帮助他们构建和谐社会。他要
求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文明的基本假设，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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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批评孤立
的个人主义和否认生命的集体主义，其中尊

重生命和环境占据首要地位。他推崇中国在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引领作用，认为当中国

远离科学至上主义和消费主义，恢复并更新

它自己过去的智慧时，便能够并应该在帮助

人类听见那种呼唤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

中国在 21 世纪的启蒙中的作用。有的学者
关注环境美学的实践性维度。中国学者陈望
衡作了题为《试论农业审美愿景———新农村
建设与环境美学》的发言，他提出，渔猎、农
业、工业是人类历时并共时存在着的三种主
要生产方式，相应地，自然界、农村和城市是
人类历时并共时存在的三种主要的生活环

境。目前城市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按城市的
模式改造农村，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消灭农村。
然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出现，实际上正在

在将社会推向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城

市已有向农村回归的趋势。农业生产本来更
切合人性，而农村也本具有宜居和乐居的优

势。这种优势，借助于工业社会高科技的优
势和后工业社会新的农业观念，有可能发展

到新的水平。未来的农村将成为人类理想的
生活环境，未来的农业应让人类更幸福。
总之，这次会议为中外学者围绕生态美

学和生态批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展开自由讨论、平等对话和双向交流，提供了
一个极好的平台。［55］会议本身的成功举行，
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艺

学、美学的创新建构中产生了积极、重要的
影响。
以上大量的实证材料无可辩驳地告诉我

们，后现代主义文论对 1990 年代特别是新世
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在若干方面确

确实实产生了重要而有益的影响，应当承认，

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应低估，更不应全

盘否定。当然，这种积极影响之所以能够发
生，不仅仅由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中确有

可供我们借鉴的合理因素，而且更决定于作

为接受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能够以敏锐

的眼光、宽广的胸怀、本土化的态度，紧密结
合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对它进行批判性的

审视、改造和吸收，使之融入中国文艺学的创
新建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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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Post-modernist Literary Theories and Their Positive Impact in China
ZHU Li-yuan

( Department of Chinese，Fudan University，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post-modernist literary theories have exerted an inestimable impact on contempora-
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since they were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over two decades ago． This impac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While some scholars tend to devalue or simply negate the importance of post-mod-
ernist theories，this article aims to focus on their positive impact in China and seek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se
theories have ac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whole course of their critical reception in China． This positive influence is to be demonstrated from five as-
pects，supported by abundant of empirical materials． Firstly，they have introduced a critical and reflective per-
spective． Secondly，they have helped to diversify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Thirdly，they have
powerfully challenged the metaphysical way of thinking． Fourthly，they have generated a sense of crisis of liter-
atur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and triggered the debate on“the end of literature”． Fifthly，the post-modernist
ecological criticism has positively contributed to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Doubtless，western post-modernist
literary theories have something that we can borrow and use for our own purpose，but more importantly this posi-
tive impac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Chinese scholars of literary and art theories，with their keen insight and open-
mindedness，have critically reviewed，assimilated and creatively reworked these theories to make them more
relevan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our own problems and more flexibly adaptable for their own creative con-
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 theories．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positive influence;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critical and reflectio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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